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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大陆高校学生来说，2022年的春天，在压抑和无力中混杂着躁动。 


当警车驶入校园、“境外势力”无孔不入，大陆高校学子如何抗议封校？

学生们用“缩圈”“跑毒”形容封校，他们世界的边界随着防疫政策摇摆，这一次被限制在了斗室之间。

大陆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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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开始，上海疫情爆发，一个月内本土感染者超10万例。疫情初期，在沪各大高校迅速启动封校措施，

学生的日常生活被压缩在几平米的宿舍内。自由出入学校成为奢望，伴随着封控措施的升级物资告急，食

堂餐食被爆使用过期肉类，女生卫生用品紧缺，数十天无法洗澡的生活成为常态……

不满校方对学生诉求的漠视，同济大学学生在校方线上疫情通报会上，投屏自制PPT怒斥发言人，在上海

高校学生间掀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红蓝条二创”高潮。

进入四月下旬，上海高校学生的遭遇在北京重演。北京大学万柳校区一夜之间竖起的“隔离墙”，点燃北京

多所高校抗议封校的引线。继北大万柳校区学生深夜抗议校方封控措施之后，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连接发生学生抗议事件，北京语言大学学生在封校铁皮墙上涂写“FUCK YOU”，表达长期严控学生出入

的不满。

在学校的妥协、警方的介入、“境外势力”的警告，以及学生们出于风险考虑希望“点到为止”的顾虑下，这

场春夏之交的封校抗议很快偃旗息鼓。学生希望改变不公待遇、改善学习生活条件的基本诉求大多得到了

校方的解决，而这场小心翼翼的反抗，也令不少参与过抗议的学生重新思考，处处掣肘的不彻底反抗，是

否真的没有意义？

被无力感驱使的抗议 


5月24日晚8时20分左右，直到听到同学们聚集嘈杂的声音，陈界才隐约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室友

问她“知不知道今晚邱季端北边发生的事情”——这件事后来被学生们称作“散步”——随后传给她一张海

报，海报上用大号字体写着“BNUer，联合起来”。此时，微信已经无法直接发送海报。

“5.24晚8点前，邱季端北侧”，海报上简洁清晰地写明了号召同学集合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的诉求。 


“邱季端”是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体育场”的简称，位于北师大校区西侧。陈界随即动身前往“碰头地点”，

赶到现场时聚集的学生已经开始转移，从邱季端北侧前往校园主楼方向。此时，学校主干道已经出现了防

疫志愿者，陈界被志愿者以限行为由拦下，只好抄了小路，8时30分左右，她到达了主楼。

主楼前已经聚集了好几百人，但不全是学生，为数不多的老师被学生们团团围住，或愤怒、或平静的学生

不断向被围在中心的老师抛出问题。陈界回忆，“有很多人提到期末考试和返乡的事情，也有人提到（防

疫）形式的问题。比如，有一些同学会被要求在洗澡时也戴着口罩”。

聚集持续至深夜，这是北师大被封控的第24天。前一天，中国政法大学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先是海报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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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间流传，受到感召的学生聚集起来，要求校方在停止线下授课的情况下，准许学生返家线上上课。不同

的是，政法大学的老师们先于学生们一步等在了学生相约聚集的地点。

“老师一直都在，只是一开始没说话。”参与了当晚聚集的赵然说，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赵然的朋友圈

里大家都在发“一片祥和”，直到8时50分左右，不知为何，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赵然推

测，“可能是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校领导就开始管了。”

一名负责和老师沟通的女生说，我们想问清楚考试时间。老师问“还有什么”，旁边另一名女生说我们想要

一个明确的通知。“老师说明确的通知是指什么？那个女生说要政务公开。老师问什么政务公开？那个女生

就说要明确的通知。”赵然对这一片段记忆深刻，“老师说，但实际的需求只有回家和考试对吧？那个女生

又重复了一遍，‘我们要正式的通知。’”

赵然更想要的也是正式的通知。她的家乡是北方一座同样处于封控状态的城市，因此对回家并不执着。但

她认为，回家这件事应该是自由的，为什么按防疫要求规定的渠道审批回家仍不被允许。她想不明白。

2022年5月24 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在校内示威。图：影片截图

法大和北师大或多或少效仿了北京大学。5月19日，北京大学万柳校区爆发了一次“聚集”：不满于无法前



往本部，教职工和家属可随意出入封控的万柳校区，学校在深夜建立围墙削减本就紧张的生活空间，学生

们在深夜聚集起来，高喊“同住同权”。

当晚，围墙被拆除；第二天，北大闭环校车恢复运营；第三天，学校通知学生可以返乡——尽管“返乡”并

非当晚学生的诉求。

学校的管控和社交平台的审查跟进得十分迅速，但学生们还是从各个渠道获知了当晚的情况。他们在互联

网上讨论这件事，混杂着钦佩、羡慕。赵然身边有同学感叹“不愧是北大”。他们也隐隐地自问：如果他们

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很多时候，北大确实是一个“特例”。五月伊始，北京疫情反复，在京高校陆续开始封控，但彼时的封控仍

留有余地。清华和北大采取离校报备制度，学生在软件中说明出校目的地和途经地即可出门，而其他学校

则选择限制学生出校的理由，如果理由不够“重要”，比如修电脑或看牙，则有被驳回的可能。学生们感到

困惑：比起出校理由，难道不是出校行程对防疫来说更为重要吗？

即使在同一所校园，也存在着不平等。有北师大学生观察到，在防疫政策收紧之前，京籍和非京籍学生也

存在待遇上的不平等，“北京学生每周申请回家就给过了，非北京学生就得‘非必要不出校’。老师、研究生

和本科生也区别对待，老师和助教可以随便进出学校，本科生就要申请。”

有时，这种不平等通过“平等的一刀切”体现出来。中国政法大学在昌平区和海淀区各有一个校区。彼时，

海淀区疫情更为严重，但昌平校区却采取了和海淀校区同样严格的防控措施。“难道病毒仅仅因为我们都是

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就会从海淀校区传过来吗？凭什么？”赵然提起此事时依旧愤愤。

公共空间受到挤压，正常出校、校内通勤也被严格限制，学生们开始用游戏《绝地求生》（一款战术竞技

型射击类沙盒游戏，游戏中玩家需在不断缩小的安全区域内对抗其他玩家生存到最后）里的“缩圈”“跑毒”

形容封校这件事，他们世界的边界随着防疫政策摇摆，这一次被限制在了斗室之间。

法大本科生宿舍面积较小，10平米左右住6个人，封校后赵然和同学们都感到生活质量下降了很多。陈界

和同学们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北师大研究生宿舍是4人间，本科生宿舍6至8人左右。北大有学生做过估

算：一旦万柳建起围墙，3000名学生的人均占地面积不足5平方米。

被封在校园内的学生们虽不情愿，但在防疫这一最大的政治面前，仍体谅着学校的不易。更何况比起上海

的情况，他们的处境已经好多了。

今年三月，上海疫情爆发，一个月内本土感染者超过10万人。上海高校随即做出反应：3月8日，上海交通

大学实行校园闭环管理；3月11日，华东政法大学对所有在校人员进行全闭环管理；同济大学于3月9日封



校；3月13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启动校园准封闭管理……一夜之间，上海高校像是进入了“战时状

态”。

严苛的封校措施并未挡住病毒的传入。3月底，同济大学出现阳性病例，随后频频传出校方管理混乱、伙食

奇差、缺少消杀物品、学生和防疫志愿者无法洗澡、女同学缺少卫生巾等事件。

4月26日，封校48天之后，有学生爆出学校午餐猪肉疑为猪乳房肉，有“疑似绦虫的东西”。次日，校方举

办线上疫情通告会，但发言人照稿宣读、拒绝交流，甚至将提问者踢出会议室，点燃了学生的怒火。一名

学生在会议时共享了自己的电脑屏幕，投屏怒斥发言人。

投屏事件一出，以设计专业著名的同济学子利用投屏PPT中的红蓝色调和现代诗般的文体，引起了狂欢般

的二次创作热潮，方岳就参与其中。

谈起参与二次创作的原因，方岳略带苦涩，“大家已经被封了很久。我们14天不能去澡堂，有一些女同学卫

生用品不够了……仿佛看着人们正在死去，心理压力很大。”

封控带来的不仅是行动的限制，还有萦绕不去的无力感。“你就是无能为力，最开始还说可以做核酸志愿

者，但你不可以出宿舍，”方岳说，“哪怕想帮别人什么忙，想为人家服务，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一点

什么，不可以，你只能干坐在宿舍里。”

苦中作乐不得不成为无力生活中的一种智慧。北京语言大学有学生在封校的铁皮墙上贴上了《甄嬛传》的

表情包：“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很快被保安撕掉。学生们随即贴上贾宝玉的表情包还击：“撕得好、

撕得再响亮些！”这张表情包同样没有存活很久。

铁皮墙竖立在李洋去澡堂的必经之路上，表达反抗情绪的表情包被撕掉后，有人在上面涂鸦写下“加油、一

起挺过去”。大约又过了一天，她再次路过时，看到铁皮墙上画了一只巨大的眼睛，眼睛下方写着巨大的

“FUCK YOU”，大约占据了铁皮墙1/3的面积。

“看到时心里有一点暗爽，终于有点像涂鸦的东西出现了，”李洋说，“我以为还可以继续，还想看看谁可能

再做一个什么涂鸦。”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召集抗议活动的海报。图：网上图片



“公式化”的回应与警车 


期待中的新涂鸦没有出现，画着大眼睛和FUCK YOU的铁皮墙被北语校方移走了。 


“一直放在那里让大家表达的话，被移走也是迟早的事情。我们反而更清楚，学校就是不让我们出门，该封

的都封。”李洋认为，贴表情包和涂鸦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诉求表达，学校不回应并不意外，“有点可

悲。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苦中作乐，不是涂给学校看的。即便我们明明很想出去，但也就只是想想，

不会真的抗争什么。”

争取过的学生，确实得到了学校的回应。 


“红蓝条”二创在网上传开后，方岳很高兴，“猪肉的事情终于可能因为红蓝条获得一些关注，这样才会有人

来解决问题。”这不是同济学生第一次利用网络传播诉求，封控期间的宿舍问题、洗澡问题也曾在微博上传

播，但并没有激起舆论的水花。

事情发酵两天后，同济校方在校新闻网做出回应，称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了学校食堂、原料仓库及

留样菜品，未发现存在寄生虫及虫卵的情况。

同济大学还召集学生代表开了座谈会，承认没有政府的援助真的有困难，并向学生道歉。虽然学校没有承

认猪肉质量问题，但在那之后“盒饭一下就变好了”。某种程度上，诉求得到了解决，学生们慢慢停止了“红

蓝条”二创和抨击学校的行为。

万柳抗议当晚，北大举行了学生座谈会，校方承诺拆掉隔离墙不再搭建，并于5月16日出台《关于调整疫

情防控期间万柳学区运行管理的相关举措》的书面文件，对学生们不满的校方沟通问题、学区间班车问

题、教职工及家属住宅区问题、学生进餐等问题给出了解决办法。

北师大和法大也回应了考试方式，并允许学生陆续返乡。5月25日，北师大学生聚集抗议后的第二天，北

京市召开新冠疫情防控第345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奕表示各高校在做好期末各项安

排的前提下，允许学生返乡返家。

消息一出，#北京将组织高校学生有序离校离京#上了当天的微博热搜。微博实时里，不乏“北师，听我说

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北师，政法，敬自由”“整个北京大学生都在感谢北师和法大”这样的动态。

如果不是学生“激进”的做法，“也许等到‘上面’的政策发生变化以后，学校才会给一个更加积极的回应，感

觉学校管理层很保守。”陈界这样推测。赵然认为这份感谢不该属于他们，学校应该一开始就能意识到问

题 而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



题，而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

但“公式化”的回应，并不能让所有学生满意。 


北师大和法大规定留校学生线下考试，返乡学生线上考试。但因为线上和线下考试的严格程度不同，很难

保证公平。“堂食都取消了，为什么可以线下考试呢？”带着疑问，赵然给教务处老师打了电话，老师答复

不管线上线下都交纸质版的考试结果，所以没什么不一样。

“教务处的老师会来开导你、安抚你，但不会重视你的需求。决定不是他们做的，但我该去问谁呢？”继续

追问显得“大动干戈”，赵然放弃了。

“红蓝条”二创事件後，同济很多学生收到了辅导员的叮嘱甚至警告。方岳的辅导员希望大家停下来，不要

再主动传播这件事情，“这件事在社会上有些变味了，有一些被利用的苗头了，要紧急刹车。”

“我猜测校方担心会和八九年有一点像，会被解读为另外的东西，虽然我们最开始的目的只是不吃烂猪

肉，”方岳不确定会不会被境外势力利用，“如果它发展很大的话，也是可能的。”

另一些学生等来的“回应”是警察。 


警车直接开到了清华大学宿舍楼下，只因为一名清华学生在封校的铁皮围墙和路牌上喷绘了两句歌词，“他

为其定义的伟大/对你有什么意义”，出自2012年邵夷贝和李志演唱的《黄昏》。

这让同为清华学生的蒋达感到夸张。在他看来，大家看到这两句歌词大多“会心一笑”，但学校将其上升到

政治高度，不惜让警车直接开进校园，“清华那么严格地禁止学生和老师接触，限制学生和教职工进出学

校，但警察想进就可以随便进？学校说防疫最大，实际上在维稳面前，防疫的话术不堪一击。”

最后，在保卫处待了一整天后，这名喷绘歌词的学生被学校“保”了下来。 


在上海一所高校就读的齐立，也遭遇了警察。同济学生的愤怒发酵之后，齐立决定加入“红蓝条”二创。同

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齐立所在的学校，愤怒是会共情和传染的。

上海封控期间，齐立的几位同学也因在微博发帖被警察、老师打电话警告。一开始，学生们觉得恐怖，后

来便习惯了。他们发现，只要内容达到一定级别的转发量或阅读量就会接到警察电话。而只要删掉微博，

警察就不会继续采取强硬措施。

“这种审查已经走向了一种歧路。”齐立感叹道。 




2022年5月15日，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内抗议。图：网上图片

全方位的牺牲 


不止一名学生提到，聚集抗议是为了让更高级别的人注意到学生的处境。在此之前，不论哪所高校的学生

都曾通过辅导员、校长信箱（有学校未设置）或其他温和的方式向上表达。但没有得到回应，处境也鲜有

改变。

有学生将这一问题归咎于行政老师，认为是他们的不作为使得意见无法传达给学校。方岳认为，一部分在

基层做学生工作的老师“站在很高高在上的视角”，不能体谅学生到底在经历什么，这些老师阻碍了学生和

学校之间的沟通，学生不确定意见和感受要通过多少关卡才能被看到。“如果能直接对着校长说这件事情，

我才能确保意见反映到了最高层。”

然而，老师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诉求和信息无法向上传递。“很奇怪，不知道从哪一环开始就不对

了。”北京一所高校的老师程泉，试图从自己的处境分析信息传递链断裂的原因，“我和同事以及科长都是

正常人，包括我们的副处级干部，好像也是个正常人，你可以跟他商量，他也会帮我反馈问题。但再到他

上面的领导 我们就觉得他不是正常人了 无法沟通了 都很奇怪 ”



上面的领导，我们就觉得他不是正常人了，无法沟通了。都很奇怪。”

尽管身为老师，但在为自己的处境抗辩时，程泉所能做的并不比学生多多少，“在学校里更像是和学生一起

身不由己。”也许是出于这种感同身受，程泉能理解学生的心情。

刚刚封校时，程泉所在高校的老师仍可以自由出入、上下班回家，虽然校方明文规定家属不得进校，但仍

有老师带着孩子或老人住在家属院，和自己一起上下班，这让学生觉得很不公平。程泉也承认确实如此，

但当有传言要将老师一并封在校内时，程泉又觉得，学生也就算了，“凭什么把教师也关在学校里。”

“我能感觉到这种权力地位的差距。如果我是他们的一员，也会觉得非常不公平，好像因为他们是学生，没

有独立的住处、没有经济独立，就可以任意颁布一个规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程泉说。

权力地位的等级带来了权利的差距。疫情期间程泉不能进校，有工作需求需要领导审批，但如果领导进

校，就是“他自己审批自己”，或简单告知他的上级或校长就可以了。

这将学生、老师和不同层级的领导分割成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彼此间隔着“可悲的厚障壁”。缺少直接反

馈通道的学生，不得不选择更敏感、更“激进”的方式表达诉求，但这种“激进”也是温和的——他们要求

的，除了生存所需并没有更多。

在外界看来，“红蓝条”是一个有趣的创造，但同济的学生本不想通过这样“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学生被

封控在宿舍楼，有问题需先反馈给辅导员，再层层向上反映，很多问题就在这一过程中“胎死腹中”。

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根据程泉的经验，学校常用的防疫话术是“谁审批谁负责”，却从未明确具体要

负哪些责。模糊的后果招致了最保守的应对，很少有人愿意冒险放人出校，即使是学生因家人去世出校。

从老师到学生，高校中的大部分人都被限制在不容辩驳的防疫方案中。

面对老师的困境，学生们大多表现出一定的理解和同情。陈界觉得，北师大当晚的事件并非老师和学生之

间的对抗，而是一种沟通和交流，“他们自己的工作也不容易，”她说，“这个事情也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拍板

的。”北大学生张树也对学校表示了理解，“北大必须要封校，也是因为上面的政策确实压得比较严了，学

校没有什么喘息空间。”

降低风险、维持稳定逐渐成为防疫的“第一要务”，学生和老师的诉求也随之被压至金字塔的最底层。这带

来了全方面的牺牲——一句常被学生和老师们提起的话是，“大家都很惨”。这个大家包含了学生、教职工

和学校。

俗称“小联合国”的北京语言大学在疫情期间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李洋回忆，疫情前学校里“来来往往路上

都是外国人 但最近两年由于留学生来中国需自费隔离 校园里几乎很难见到外国学生 学校的资金支持



都是外国人”，但最近两年由于留学生来中国需自费隔离，校园里几乎很难见到外国学生，学校的资金支持

也因此缩减了不少。

“学校也没有别的选择，有点可怜。学校也有在努力重视我们，尽管这种努力有点寒酸。”说到这里李洋笑

了起来，“比如，学校会给学生送流量，给橘子打折，但大家会想，送这些流量哪够用，而且橘子本身不打

折也没人买。”

“很像姥姥给我剥鸡蛋，我说我不吃鸡蛋，但她每次都剥，说来吃。”李洋说。 




北师大学生召集游行的海报。图：网上图片

“境外势力”的幽灵 


在这场春夏之交的学生抗议中，几乎每所学校都以“境外势力”“煽动情绪”“制造对立”“小心被利用”这样的

说辞来警告、训诫学生。

程泉提及一件让她印象深刻的事。那是一次她所在学校和北京另一所高校学生共同举办的活动，由她所在

部门负责把关。其中一个环节是“组CP打卡”，为了打破禁忌，学生们在宣传海报上写了一句话，“不限制

性别地组CP”。

海报在网上发出之后，部门电话被学校宣传部“打爆了”，要求两小时之内把那句话删除，如不做修改就立

刻撤掉海报。但宣传部始终未说明原因。向学生解释时，部门领导相信宣传部的删帖理由是“与境外势力有

关”。程泉回忆领导的说辞：“我们的学生都是很单纯的，肯定没问题，这是和校外合作的活动，很可能是

对方学校拿了某些组织的钱，被要求去组织这个活动。”

程泉说，假如她是学生，很难被这套话术说服，“虽然（学校）好像是向着我的，觉得我们是单纯的，但另

一个学校的学生和我一样，只是在不同的学校而已，为什么他们就是复杂的呢？”

无处不在却又仅存在于学生们想像中的“境外势力”，使得学生们对抗议的态度微妙且复杂。 


北师大一名大一学生透露，本校学生聚集抗议时，身边很多同学会认为“这是被境外势力煽动的，是50

万”。而在另一些同学看来，“境外势力”虽然经常被提起，但“非常虚无缥缈”，没有人真的见过它，像“鬼”

一样。齐立回忆起一位自己喜欢的老师曾说：“如果境外势力真的存在的话，我倒想试试看成为这个境外势



力，看它到底在哪里。”

频繁的告诫、删帖、谈话甚至被警察找上门，让学生们学会了小心行事、自我审查。学生们避免自己的行

为被称为“游行”和“学生运动”，担心与学校的交涉被解读成1989年那场学生运动的性质。

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他们担心“闹大了”“收不住了”“在社会上传播不好”。方岳害怕“红蓝

条”二创的网络“狂欢”演变成一场全社会参与的运动，学生的本意被曲解，那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我们自己骂归自己骂，没有人真的希望全社会都来抨击我的学校。如果最后走到了反党反政府的境地，是

要出大问题的，我们这可能已经是找死了。”

好在狂欢“适可而止了”，这让方岳松了一口气。 


看不见的政治红线带来的是学生之间心照不宣、又切切实实的恐惧。蒋达用“寒蝉效应”形容学生们的反

应，“每一次颠覆性的火花被扑灭后，留给潜在行动者的是超出一般的恐惧。”

校方的高压也让学生们自发形成了对运动发起者的保护意识。几乎所有高校的集体抗议，学生们都提出了

“希望校方保证不对发起人追责”的诉求。

同济投屏事件后第二天，当事人发了一条微博，希望大家不要转发，“请保护我方成员和学校声誉，真正该

骂的只有疫情期间不作为的人 ”。网友群情激愤，认为当事人的做法相当“割裂”，是“护校蛆”。与网友的

看法相反，学生们大多对当事人看似矛盾的做法表示共情和理解，他们敬佩当事人的勇气，也担心他的安

危。

据学生们的说法，当事人今年大一，是班长、学生志愿者、“大白”。看到当事人“触及互联网雷点”的发言

之后，同济学生赵可在微博表达了与网友不一样的看法：“……等热度散去不知道同济会不会秋后算账，现

在又因为‘不完美的反叛者形象’被互联网集中火力攻击，他能怎么办呢，没有几个理性人真的希望被开除来

舍生取义啊……”

赵可认为，正是当事人的学生身份，导致了他作为学生对校方的态度感到愤怒，但面对外界指责时，又没

办法完全放下对学校的维护。“挺复杂的也挺正常的。在扭曲的环境下生活，可能会出现几种不同类型的人

格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体里的情况。”

参与了“红蓝条”二创的齐立，也受到过警察的“小小威胁”，她推测，身为原创者的当事人，可能会受到更

严苛的对待。



2022年5月15日，北大学生集体抗议，部分被拆的金属板墙。图：网上图片

不彻底反抗的意义 
 种种顾虑之下，这场抗争处处表现出“点到为止”的谨慎。 


在北京和香港都有就读经验、也曾目睹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林南看来，大陆学生的反抗事件是一种“小我”的

表达，目的在于争取眼下的权益。相较之下，香港反修例运动是政治态度的表达，是一种着眼更远、利他

性更强的“大我”。

尽管也曾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学生运动，但中国大陆出于“大我”表达而起的学运可能还是在1989年。林南认

为，中国留给“大我”声音的空间过于狭窄，“很难想象有‘大我’表达的人在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的。”

出于在香港的经历，林南曾对北语表情包事件不太认同。反修例运动期间，她就读的学校有一条长长的走

廊可以让学生们贴纸条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多内地学生贴上表情包表达情绪。对比之下，香港学生更多选

择贴法条、案例或是说理文章。“我觉得在港大的内地学生很二元化，他觉得你想要立法就是要独立，那我

肯定不会让你独立，我想要祖国统一。”

对于林南来说，表情包是一种浮躁的方式，用观点代替了说理。这种二元化并非凭空而来，公共空间被压

缩，取而代之的只有口号。但可能“在国内的情况下，先去喊一个口号才会让事件传播得更广。”



说到同济大学PPT事件，她认为，即使有人给校长写信且这封信被公开了，也不一定比投屏事件中的那句

“怒斥”有力，乃至于引起众多二创。“在中国，在一个四面都需要冲破和突破的环境下，情绪的表达可能更

有利于传播。”

对于贴表情包的表达方式，蒋达有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法律在两地的生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香

港，大家觉得法律是必须的，但在大陆，法律不仅对政府不是必须的，对个人也不是。”

因此，在大陆含蓄地表达不满和抗议更为安全，人们能明白它的意思，贴表情包也不太会面临被追责的风

险。“香港可能比较喜欢把话讲清楚，但是在大陆，如果把话讲清楚，大家就不敢出来讲了。”

在极权下的反抗，很多时候只能采取曲折的方式。蒋达认为，社会抗争的烈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反抗者与

体制之间的相对距离。“在中国，一场最和平的示威，可能都比美国一场严重的骚乱威力还要大，因为它是

被完全禁止的。”

学生们担心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反抗会招致风险。学校和政府也一样担心——担心学生们发现，原来争取权

利是正当的。“他们真正害怕的并不是疫情的传播，而是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蒋达认为，虽然学生们的诉求仅仅是争取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回家自由，很基础也很不彻底，但抗争本身

的意义远大于诉求能否得到回应。“当你做了一件权力不希望你做的事情，那种危险感本身就传递出一种态

度。他们很多时候不能承认学生的诉求，不能承认自己在妥协。因为他们不能允许大家明白，原来权利是

可以争取的。”

“我听说清华这个男生之所以做这件事（歌词涂鸦），是因为看到他朋友在帮助被封控的校工。虽然被学校

盯防，但这是一件合法的事情，”蒋达认为，这样的事情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会积累、会传染，鼓舞更多

学生。

无论结果如何，抗议和表达的过程多少会在参与的学生心底留下烙印。“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教育，都要求

我们在一个框架里面。当看到身边有人做了这些事，你会发现这才是人应该活的样子。大家会想，如果别

人做事后遭遇的代价我可以承受的话，也许我可以做得更多。这是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蒋达说。

曾参与“红蓝条”二创的一位作者，最早的出发点是“好玩儿”，但得知有人被警察警告后，再回看这件事

时，她开始用更严肃的态度对待。

原本他们眼中娱乐化的表达被当局上升至政治层面，表达者被迫成为反抗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者“成

就”了反抗。恰恰是对表达的禁止和镇压，完成了反抗的所有动作。“谢谢警察先生的参与，让我们的行为



抗 是 镇 抗 动 参 为

艺术更加完整。”她开玩笑似地说道。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